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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实证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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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贫困代际传递是反贫困的一个重要挑战，通过强化与创新儿童发展政策的介入对

于打破贫困陷阱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问卷调查数据，从资产社会政策的

视角出发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拥有和金融能力特征及其对于子女自我发展认知的效应，同时

以儿童发展账户项目为主要政策介入形式，探讨了面向儿童的资产政策干预可行性。论文的研

究表明，当前农村的反贫困亟需纳入更加积极和整合的家庭与儿童发展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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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al Poverty Transmiss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Polic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aishui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DENG Suo

( Sociolog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Generational poverty transmission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hallenges in the anti-poverty policy practice and
intervention by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on of the children development polic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the survey in Baishui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mily asset，char-
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children self-development percei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et-based social
policy． Meanwhile，with the project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accounts as the main policy intervention form，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assets policy for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ly anti-poverty practice in the rural area is in urgent
need of more positive intervention policy to integrate the family and childr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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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一个重要挑战。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关键策略是儿童反贫困，政策介入的目标是截断父辈贫困

对于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通过医疗救助、教育资助等具有发展性的救助措施保障所有儿童获得平等

的发展机会，降低其成年后的贫困风险，并通过子代的发展带动整个家庭摆脱贫困陷阱( Chen et al． ，

2015) 。［1］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充分证明，人生早期阶段的认知能力发展对于成年后的

人力资本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 Heckman ＆ Vytlacil，2001) ，［2］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都积极地推

动基础教育、儿童健康和营养干预等资助计划，为贫困家庭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儿童反贫困在过去十年间得到我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2006年，我国全面实施义务教育“两免

一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提高了农村儿童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2011
年，国家民政部、教育部等联合出台了义务教育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较大程度改善了农村偏远地

区学龄儿童的营养状况。2013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 2014—2020年) 》，也特别强

调要在健康和教育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我国集中连片地区680个县400万儿童的发展，并指出儿童发展

对于切断贫困传递、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然而，毋庸讳言，我国当前的农村反贫困措施

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对于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有限。首先，农村家庭和儿童的贫困依然严重，政策

对于儿童发展的激励和保障功能还很弱，例如“两免一补”虽然减少了农村家庭的直接教育支出，但随

着“撤点并校”等政策的推行，家庭在子女住宿、交通、补习等方面的间接教育成本增加，教育支出在生

活支出中仍然占相当大的比例。《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我国重点扶贫县学生教育费用在2008
年降到最低点，但之后则逐年上升。农户实际教育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也从2010年恢复增长

( 国家统计局，2011) 。［3］此外，虽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有较大提升，但农村子女在更高教育阶

段之后的辍学率反而有上升趋势。辍学率的上升有很多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家庭和孩子

对教育和未来发展信心的不足，各种反贫困政策除了给予儿童基本的生活需要，更应该着眼于如何激

励和保障孩子未来发展的机会和希望; 其次，儿童反贫困的各种政策还存在衔接不当、政策执行过程

中的变通和利益介入等问题，它导致许多面向儿童的救助补贴政策并未能直接而充分地惠及儿童，如

一些贫困地区的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由于执行环节中的利益介入而暴露出食品过期、供应不足等问题。
这些反贫困政策上的不足需要我们反思既有政策的局限，调整和创新政策理念，同时，还需要改进儿

童反贫困的政策设计，包括提高政策的瞄准性以及减少政策执行成本等，确保面向儿童的救助津贴能

够产生对于儿童发展的瞄准效应，为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政策保障。
近年来，以资产为本的反贫困政策视角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获得重视。资产政策是一种结构性和长

期性的反贫困策略，它强调贫困儿童和家庭长期社会保护和发展，对于创新反贫困政策实践具有积极

的启示。资产为本社会政策的背后假设是，资产作为稳定而长期的经济资源能够抵御收入波动的风

险，能够带来更加稳固的社会保障。在适当的政策激励下，穷人也能够进行积极的资产建设，实现个人

和家庭的社会发展目标。同时，资产政策的倡导者认为，从人生早期阶段开始的资产建设能够带来更

加强有力的人生开端，降低成年后的贫困风险( Loke ＆ Sherraden，2009) 。［4］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经

验也表明，面向儿童的资产社会政策干预如“儿童发展账户”项目能够更加直接地使儿童受益，有利于

儿童形成积极的未来取向、更高的教育期望以及更加紧密的亲子关系 ( Meyer，Masa ＆ Zimmerman，

2010; Elliott III，2009) 。［5，6］尽管资产建设的政策视角已经在国内获得一定讨论，但在中国进行资产政

策干预、特别是面向儿童的资产发展账户模式并没有得到足够论证，学术界对于资产积累的社会福利

效应、贫困家庭参与资产政策的意愿、“儿童发展账户”的内在特点及其意义等相关的研究还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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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资产政策的落地实践来说构成了较大的阻碍。
本文基于陕西白水县的问卷调查，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弥补既往文献的不足。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

两个方面: 一是以陕西农村的数据检验农村家庭资产积累的福利效应，我们的重点是考察家庭和儿童

自身的资产积累是否能够带来更高的子女教育期望以及增强孩子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资产政策干预

的重要目标是为儿童发展的机会和希望提供更好的保障，其隐含的假设是更多的家庭资产以及良好

的资产建设行动能够增强儿童和家庭为未来发展投资的意愿，其中儿童自身的发展信心尤为重要; 二

是基于第一点的分析，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农村家庭开设面向儿童教育的资产账户的意愿，包括影响

其开设意愿的因素分析等。资产发展账户是资产政策干预的较常用的形式，它为儿童将来的教育、职
业等发展提供有形的保障和无形的激励，我们试图通过考察家庭对于开设类似账户的意愿来为可能

的政策干预提供研究上的证据。本文最后也讨论了实施儿童发展账户类政策干预的条件以及所需要

重视的挑战问题。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特征

本文主要运用定量的方法来对家庭资产拥有与子女教育期望进行研究，我们选择了陕西省白水

县进行问卷调查。白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陕西省渭北黄土高原，总面积986． 6平方公里，总人口

约30万，辖5镇9乡194个行政村。白水县农村一半人口属贫困人口，60% 的人饮用水缺乏，医疗卫生和

交通条件差，贫困儿童、残疾儿童以及留守儿童等问题比较突出。白水县是中国西部地区比较典型的

一个贫困县，因而是研究反贫困相关政策的比较理想的地点。
问卷调查包括家长和儿童两部分，分别由被抽中的儿童和家长( 父亲或母亲) 进行填写。我们运用

多层抽样的方法来收集问卷数据，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条件将10个乡镇分为较好、一般和较差三类，每

一类随机抽取一个乡镇。过去十年里，白水县执行教育部“撤点并校”政策比较好，基础教育资源迅速

集中化。截至我们调研时间( 2014) ，全县村级小学基本上撤完，只剩下15个教学点，负责小学一年级至

三年级的教学工作。大部分乡镇只有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我们因此在每个乡镇分别抽取一所初中和

一所小学。之后，我们按照等距抽样的方法，在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中每个年级

抽取15—20个学生，之后再按照所抽中的学生编号对家长进行邮寄填答或者入户访谈。通过进行匹

配，我们共获得儿童和家长各477份有效问卷。
经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我们分别获得儿童和家长样本的基本人口特征。被调查儿童样本的平均

年龄约为13岁，初中和小学( 四至六年级) 的比例比较均衡，前者占到54． 5%，后者占到45． 5%。样本中

的男女生比例也差不多各占一半( 分别为49． 8%和50． 2% ) 。被调查家长样本的平均年龄约为41岁，其

中父亲的比例更多，占到66． 4%，母亲的填写者比例只有33． 6%。大部分的家庭属于已婚。我们也看

到，家长样本的教育程度偏低，小学及以下者占到近21%，初中则有近65%，两者相加达到近86% 的比

例，大学以上者只有1%。

三、农村家庭资产拥有和金融能力特征

资产政策的倡导者认为，家庭的资产拥有被认为对于儿童的成长特别是社会心理发展具有积极

的效应。近年来对资产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突出金融能力的重要性。金融能力( financial capability) 的

概念是资产为本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指个体或家庭通过获得金融参与的制度机会以及相关

理财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实现经济与社会赋权的状态( Johnson ＆ Sherraden，2007 ) 。［7］金融能力包括

了两个层面: 一是制度机会层面，主要指金融的可及性问题。现代经济社会中金融参与体现出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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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重要性，然而，穷人常常受到金融社会排斥，这使得他们无法积极地参与到经济生活中，获得实

现个体与家庭经济发展的机会。在个人和家庭层面，获得金融服务包括学习理财知识的机会与途径对

发展和生产都有积极的影响，可为低收入家庭积累金融资产创造机会。第二个层面是指个体金融相关

知识和技能的习得性，包含了个体对金融行为的理解、认知和习惯等，如存钱习惯或理财知识的掌握

程度等。面向穷人的金融教育与相关的发展性服务十分重要，这也常常体现在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干

预中，是资产建设项目的必要构成。沿着资产为本的政策视角，我们首先描述农村家庭中的家庭资产

拥有与金融能力状况，同时考察家庭资产发展状况对于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可能影响。

( 一) 农村家庭的资产拥有状况

对家庭以资产为指标的经济状况测量也突破了以往单纯考虑收入状况的局限性。本文沿用既有

的研究，将对资产的测量主要划分为三类形态: 实物资产、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 ( Haveman ＆ Wolff，
2004; 汪三贵，殷浩栋，2013) 。［8，9］已有的研究多用家庭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的拥有来测

量实物资产，但在农村中生产性的设备如交通工具等也是十分重要的资产形态，我们也将生产性设备

等包括在实物资产中。在统计时，每一项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资产都进行0和1的赋值，再进行加总得

到总分。住房资产在此主要用住房所有权来表示。金融资产则特指家庭的现有存款余额、股票、理财产

品等金融产品价值的总和，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类别相对比较单一，存款是最为主要的资产形态。同
时我们也询问了被调查者的家庭负债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研究直接调查家庭资产( 或收入)

的现值，但对于收入或资产的调查也一直存在被调查者的选择性低估的问题，因此本研究用分类的形

式来收集家庭资产信息。尽管无法数值化地表现资产的价值，但是这种方式或许能够避免更大的测量

误差。

表1 农村家庭的资产拥有特征

资产类别 比例 赋分 /均值

家庭存款

1000元及以下 44． 6
1001至5000元 17． 7
5001至10000元 19． 8
10000元以上 17． 9
住房所有权 66． 4

耐用消费品赋值( 最高值为8分) 3． 99
生产性资产赋值( 最高值为8分) 1． 7

承包土地 6． 78
过去一年是否负债 61． 7

从表1农村家庭资产拥有的基本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家庭中的金融资产还是比较缺乏。有44． 6%的家

庭目前的存款数额不到1000元，还有17． 7%的家庭存款不到5000元，两者相加超过一半。可以设想如果遭

遇疾病或者子女的学费等需要大额现金支出的情况，多数家庭缺乏可以动用的储蓄。有66． 4%的家庭拥

有住房所有权。在实物资产上，可以看出耐用消费品的赋值大概为4． 0，生产性资产得分则相对较低

( 1． 7) 。被调查家庭平均承包土地为6． 78亩，有超过60%比例的家庭在过去一年中有负债的情况。

( 二) 农村家庭的金融能力特征

在陕西的调查中，我们较为详细地调查了家长金融能力特征，询问了被调查对象的金融可及性以

及理财知识的掌握情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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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家长的金融可及性特征

类别 百分比 /均值
拥有银行储蓄账户 38． 1

离最近银行网点距离( 里) 8． 8
银行办事方便程度

很方便或较方便 52． 3
一般 30． 2

不方便 17． 5
是否申请过贷款 45． 2

理财知识的学习机会
常常有机会 3． 1
偶尔有机会 21． 7

没有机会 75． 3

金融网点的可及性是获得相关服务的基础条件。从农村银行网点以及便捷性来看，村民离最近银

行网点的平均距离为8． 8里，一般来说，农村信用社是最主要的银行机构，普遍设在中心乡镇上，但随

着村村通工程的推进，农村到信用社办事的距离成本逐渐减少，从表2中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有超过一

半的村民认为去银行办事比较方便。
是否能够获得基本金融服务是金融可及性的重要体现。从表2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家庭

拥有银行储蓄账户的比例并不高。我们所调查样本的银行账户拥有率仅为38． 1%，当然，我们也了解

到，一些家庭虽然拥有银行账户但是很少有机会管理自己的账户，多数的账户仅局限于储蓄功能。在
申请贷款方面，有45． 2%的家庭申请过贷款，贷款是促进农村家庭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农

村中的金融贷款可及性还存在诸多障碍，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农村贷款的条件要求比较苛刻，一般

家庭贷款的额度比较低，并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很难能够通过抵押获得贷款。最后，村民对于金融理

财类的知识服务很缺乏，大多数村民( 75． 3% ) 反映没有机会学习相关的理财知识。下表反映了家长金

融知识和技能获得的更详细情况。

表 3 家长的金融知识和技能的习得特征

类别 百分比
是否有存钱习惯 40． 0

是否教育孩子存钱习惯
经常 45． 1
偶尔 36． 4

很少或没有 18． 5
是否有定额存款目标 61． 4

存钱方式
存在家里 29． 9

到银行柜台 50． 8
自动存取款机 13． 9

自动转账 1． 9

表3显示了所调查农村家长的金融知识相关的习得特征。储蓄习惯以及方式是最基本的金融能力

特征，许多研究者指出中国传统的节约和储蓄文化，我们的调查显示有40% 的村民表示有存钱习惯，

许多家长会经常教育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 同时，多数家长( 61． 4% ) 也会有定额的存款目标。应对不

可预料的生活开支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动机，也是家庭预防陷入贫困的重要资产。但由于社会保障体系

的不完善，贫困家庭的自主储蓄常常并不能对家庭发展特别是子女的发展起到杠杆性作用，迫切需要

外部的社会政策力量来进行辅助。在存钱方式上，我们看到村民多数采用较为传统的储蓄手段，有近

30%的家长选择存在家里，有约一半选择在银行柜台去办理。由于自动存取款机( ATM) 在农村还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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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范围普及，选择 ATM 或者自动转账方式的比例都比较小。在社会政策实践领域，越来越多的政策

致力于贫困和弱势儿童的经济自立和稳定的发展保障( Ｒeid，2010) 。［10］其中，让儿童和家庭获得基本

的金融服务、有效地使用金融工具是实现经济包容的一项重要策略，特别是在人生早期阶段的金融参

与和能力建设对于个体或家庭的长期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农村家庭资产与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因素分析

儿童反贫困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许多国家在儿童发展干预上十分强调家庭以及儿童自

身对于未来发展的认知，包括教育期望、自我效能感等的个体认知被认为能够较好地预测儿童长期发

展的状况。儿童的自我发展的认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层面，也包括儿童自我成长过程

中的认知态度和学习经验等因素。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作用，如父母的教育程度、职
业、家庭经济资源等，但较少考虑家庭与儿童自身的经济参与包括金融能力等对于自我认知的影响。

( 一) 父母与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特征

自我发展认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其中教育期望区分了理想教育期

望( educational aspiration) 和实际教育期望(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两类，后者考虑各种现实条件后的

教育期望。第二，我们考察了儿童对于将来发展的信心，这是一种较为一般性的自我效能感测量。表4
分别列出了这两类自我发展认知的统计结果。

表4 父母与儿童的自我发展认知

类别 父母( % ) 儿童( % )
理想教育期望

大学及以上 87． 8 84． 6
高中或中专 11． 1 13． 7
初中及以下 1． 1 1． 9

实际教育期望
大学及以上 74． 3 58． 5
高中或中专 23． 8 34． 2
初中及以下 1． 9 7． 4

未来发展信心
很有信心 53． 2 49． 6

比较有信心 31． 2 34． 6
一般 11． 9 12． 1

没有信心 3． 7 3． 8

上表显示，理想情况下的教育期望无论父母还是儿童自身都是比较高的，希望读到大学及以上期

望比例都在85%左右，父母的理想教育期望比儿童自身略高。但我们发现，考虑到各种现实情况的实

际教育期望则相对比较低，特别是子女自身与理想教育期望的差距十分显著。其中期望读到大学及以

上的儿童比例为58． 5%，高中或中专者为34． 2%，初中或以下有7． 4%。而父母的实际教育期望要显著

高于儿童，有74． 3%的家长期望孩子读到大学及以上，比儿童的期望比例要高出15． 8%。在对未来发

展的信心上，父母和儿童都多数对未来发展表示积极的态度，但儿童的正面认知程度要比家长略低。
农村儿童的发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人口流动所带来

的家庭变迁，导致大量的留守儿童群体。由于缺乏来自原生家庭的关爱与照顾，许多研究指出儿童在

学习、情感、社会交往、身体和心理健康等方面所可能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与城市化相伴随的教育

资源集中化也对基础教育阶段儿童的发展影响很大。我国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基础教育布局调

整或一般称为“撤点并校”的进程使得大量的村小撤并，中心乡镇学校普遍推行集中住宿制，使得正式

的学校教育较早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割裂，儿童的成长学习环境受到很大影响。我们在调查中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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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许多中小学存在的由于家庭教育的缺位导致学生的厌学情绪以及辍学现象。陕西省白水县史官镇

一位初中校长坦言，从初中到高中的学生流失率十分严重，大约有20%—40% 的学生没有继续读到高

中阶段。贫困、厌学以及缺乏自我发展的信心是导致辍学率增加需要注意的因素。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深刻地感受到，目前农村儿童发展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儿童的发展希望，

特别是儿童自身对将来发展的认知、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信心是社会政策研究

应当着重关注的议题。上表对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统计也显示，儿童在理想教育期望和实际教育期望

上存在较大的差距，而我们需要考虑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距，哪些因素阻碍了儿童在自我发展上

的认知信心。我们进一步也运用多元统计分析对影响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 二) 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实际教育期望以及自我发展信心是分类变量，我们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模拟影响

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因素。在分析模型中我们将父母和儿童自身与资产积累相关的特征纳入进来，试

图分析在控制其他个体人口、社会经济以及亲子互动等相关因素后资产拥有、资产积累行为等对于儿

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影响。表5是两个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

表5 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儿童自我发展认知

模型1: 实际教育期望 模型2: 未来发展信心

儿童个体特征
男孩( 参照 = 女孩) － 0． 547* － 0． 326

年龄 － 0． 285＊＊＊ － 0． 197*
较好成绩( 参照 = 较差成绩) 1． 432＊＊＊ 1． 109＊＊

家庭特征
低收入家庭( 参照 = 高收入家庭) － 0． 426 － 0． 349

中等收入家庭( 参照 = 高收入家庭) － 0． 167 － 0． 376
父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参照 = 以上) 0． 646* － 0． 353
母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参照 = 以上) － 0． 181 0． 055

父母与子女经常沟通( 参照 = 不经常) 1． 185＊＊＊ 1． 904＊＊
父母大学重要性认知( 参照 = 不重要) 0． 546
父母子女发展信心( 参照 = 较低信心) 0． 371

资产积累相关特征
低储蓄家庭( 参照 = 高储蓄家庭) － 0． 902＊＊ － 0． 033

中等储蓄家庭( 参照 = 高储蓄家庭) － 0． 455 － 0． 408
家庭存钱习惯( 参照 = 无) 0． 288 0． 560

父母一定理财知识( 参照 = 无) 0． 473 0． 165
儿童存钱习惯( 参照 = 无) 0． 256 0． 715*
儿童理财知识( 参照 = 无) 0． 650＊＊ 0． 812＊＊

截距 0． 625＊＊＊ 4． 068＊＊
Ｒ2 0． 228 0． 144

注: *p ＜ 0． 1，＊＊p ＜ 0． 05，＊＊＊p ＜ 0． 001

从上表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儿童个体相关特征对于实际教育期望和未来发展信心都有显著性的

影响。实际教育期望在进行二分变量转换后也意味着对于是否上大学的期望，统计显示，男孩在实际

教育期望上要显著低于女孩，女孩对于上大学的期望相对更强烈。另外两个因素是年龄和学习成绩，

随着从小学到初中的年龄增长，儿童的实际教育期望也显著降低，这也与我们调查中所发现的更高教

育阶段中辍学率增加的发现相一致。成绩也是影响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其教育期

望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也都显著更高。
在家庭特征中，我们发现父亲的教育程度提高会显著提升子女的实际教育期望，但无论父亲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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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自身的发展信心并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亲子沟通是影响儿童自我发展

认知的重要因素，父母经常与子女的沟通能够显著地提升孩子的教育期望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既有

的研究也提到父母的对于大学重要性的认知以及父母本身对孩子的信心和期望的作用，但我们的研

究发现父母的期望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孩子自身积极的发展认知，父母与子女的经常沟通应当是十分

重要的中间环节。目前，许多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动导致大量的留守儿童群体，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受到

很大的影响，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这显然极大地影响到了子女的自我发展认知，并可能进而带来实

际教育和发展上的消极后果。
家庭和儿童自身的资产积累特征对于儿童自我发展的认知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控制其他个体

家庭社会经济等因素后，家庭以储蓄为指标的资产拥有影响到子女的实际教育期望，相对于高储蓄家

庭来说，低储蓄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期望要显著更低。既有的文献对资产拥有与子女教育获得的相关

性等有许多研究证据，一些研究陆续检验了资产拥有对于大学入学、农村女童、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

成就等的影响效应( Deng et al． ，2014; Zhan，Sherraden，2003) 。［11，12］家庭资产本身是一个测量家庭较稳

定经济资源的指标，其福利效应更重要地来自于积累资产的行为以及由于资产积累所带来的对于个

体和家庭自身长期发展的关注，儿童自身在受到家庭或其他环境因素影响下所形成良好的资产建设

能力对于其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表5的统计发现，具有储蓄习惯以及掌握一定理财知识会显著

增强儿童对于未来发展的信心，理财知识的获得会显著提升子女的实际教育期望。不过我们并未能发

现父母的资产积累行为对于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显著影响，父母的资产积累并不一定转换为子女相

应的行为特征，由于我们控制了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因素，可能的解释是亲子沟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五、影响儿童发展账户政策干预的因素分析

在分析了资产福利效应的内在发挥机制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资产政策特别是儿童发展账户在

当前贫困农村地区得以实施的可行性。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农村家庭父母对于参加儿童发展账户类似

政策的意愿。教育储蓄是2000年前后国家推出的一项储蓄政策，家庭可为子女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

出积累资金而开设定期储蓄账户，根据存款期限享受相应的利率和利息优惠。尽管教育储蓄近年来在

一些金融新品种冲击下逐渐失去吸引力，但这一鼓励教育的储蓄政策在农村还是有较高认知度。因

此，我们在问卷中用教育储蓄账户的开设意愿作为儿童发放帐户的替代性预测变量。其次，儿童发展

账户的开设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的文献也揭示出家庭资产拥有、父母教育程度等与开设资

产账户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因此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试图纳入个体、家庭等多元的特征变

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强弱，为可能的政策干预提供参考。
表6描述统计结果反映了被调查农村父母对于类似储蓄账户的认知以及开设意愿，我们也调查了

儿童对于拥有银行账户的意愿。
表6 农村家庭父母与儿童的账户拥有意愿

类别 父母( % ) 儿童( % )
是否听说过教育储蓄

听说过 41． 7
没有听说过 58． 3

是否愿意为孩子开设类似教育储蓄功能的发展账户?
愿意 50． 4

不确定 43． 3
不愿意 6． 3

是否想希望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
很想有 53． 0

不太想有 24． 4
没有想过 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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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们也提到父母对于教育储蓄的认知，有41． 7%的父母听说过教育储蓄，我们进一步询问了

家长是否愿意为孩子开设类似教育储蓄的发展账户，统计结果显示，有50． 4% 的家庭愿意为孩子开设

类似账户，有43． 3%表示不太确定，表达不愿意的比例只有6． 3%。这个数据结果是十分积极的，它表

示多数父母对类似项目概念是比较欢迎的。同时，我们在问卷中也对孩子进行了意愿调查，询问孩子

是否希望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儿童表示很想拥有，有24． 4% 的比例

表示不太想有，也有22． 6%的孩子表示没有想过。当然，由于被调查儿童的年龄有差异，所以他们对于

银行账户或类似的项目概念理解也有一定差别。
那么家长开设儿童发展类账户的意愿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哪些家庭更有可能开设账户呢?我们

进一步对影响账户开设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7呈现了统计分析的数据结果，由于因变量测

量的家长开设账户的一般意愿，并非指向特定的孩子，所以自变量主要纳入了家庭层面的特征。
表7 账户开设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家庭开设账户意愿
家庭特征

低收入家庭( 参照 = 高收入家庭) － 0． 652
中等收入家庭( 参照 = 高收入家庭) － 0． 545

父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参照 = 以上) 0． 667
母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参照 = 以上) 0． 137

父母与子女经常沟通( 参照 = 不经常) 0． 421
父母大学重要性认知( 参照 = 不重要) 0． 200
父母子女发展信心( 参照 = 较低信心) 0． 421＊＊＊

资产积累相关特征
低储蓄家庭( 参照 = 高储蓄家庭) － 0． 562

中等储蓄家庭( 参照 = 高储蓄家庭) － 0． 587
家庭存钱习惯( 参照 = 无) 0． 351

家庭银行账户拥有( 参照 = 无) 0． 196
父母一定理财知识( 参照 = 无) 1． 022＊＊

银行办事方便程度( 参照 = 不方便) 0． 645*
截距 1． 833*
Ｒ2 0． 183

注: *p ＜ 0． 1，＊＊p ＜ 0． 05，＊＊＊p ＜ 0． 001

从上表的统计结果看出，在家庭特征中，农村家庭账户的开设意愿并没有受到家庭收入或者资产

拥有，以及家长教育程度等的显著影响。父母对于子女未来发展的信心则是预测家长开设资产发展类

账户的重要影响变量，对子女发展有较高信心的家长具有显著更高的账户开设意愿。尽管有研究指出

农村读书无用论有抬头的趋势，但在我们的实地访谈中发现，农村家长对于孩子教育非常重视，父母

对于子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也十分牢固，对于子女未来的发展很关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

于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家庭教育缺位对子女的发展造成诸多消极影响，父母的较高期望并无法通过亲

子沟通或其他的形式传递到孩子。儿童发展账户类的资产政策是一种面向家庭整体发展的干预形式，

尽管其直接指向的对象是孩子，但是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儿童的发展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家庭的

长期发展。这种政策干预也可以作为中间环节，通过发展类的服务提供以及资产积累行为的培育等强

化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
表7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家庭在资产积累上的相关特征会部分影响到父母开设账户的意愿，尤其

是父母的金融能力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一是村民对于银行办事方便程度的正面认知显著提高其开

设账户的意愿，这也说明金融可及性对于资产政策的干预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金融网点分布在

农村地区还存在许多不足，商业性银行在市场化的改革中逐渐有退出农村地区的趋势，以我们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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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陕西省白水县为例，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设立在中心乡镇的农村信用社，每个乡镇覆盖约10个行政

村，基本上可以满足村民日常的存取贷款业务要求。但各个乡镇的金融可及性也有差异，在县城附近

的平原地区，交通比较便利，银行网点也相对较多。但在县城以北的山区，较偏远的村民在办理业务时

面临一定的阻碍。第二，家庭对于教育储蓄等相关项目的了解程度也会影响到他们开设账户的积极

性。金融教育是资产政策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类政策项目的开展需要强化对家长以及儿童与

理财金融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六、基本结论与讨论

对于陕西省白水县的问卷以及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对进行儿童发展账户的政策干预提供了研究证

据，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第一，农村家庭的资产拥有状况还不充分，金融能力需要提升。农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金融资产

比较缺乏，家庭负债率比较高，金融资产的缺乏也限制了农村对于家庭发展和子女教育较为持续性的

投资。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及性和金融知识技能也还存在不足，农村的金融网点还不够普及，基本的金

融和理财服务相对缺乏。家庭预防性的储蓄也使得对于子女教育的发展投入不足，儿童的发展机会受

到限制，迫切需要社会政策支持。让儿童和家庭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有效地使用金融工具来实现自

身发展和经济参与是反贫困的重要政策途径。
第二，农村家庭儿童的自我发展认知在人口流动和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受到较大冲击，儿童的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存在割裂，对自我发展的认知产生消极的影响。而调查也发现，家庭资

产、亲子沟通和儿童自身的资产积累行为对于儿童的实际教育期望和未来发展的信心具有相关性，其

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对于提升儿童自身的发展认知具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激励父母和子女共

同参与的资产政策干预项目应有助于弥合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及儿童发展。
第三，农村家庭父母对于资产发展类账户有一定认知度，对账户的拥有意愿较高。此外，家庭对于

银行办事的方便程度感知会显著影响到开设账户的意愿、对于教育储蓄等相关理财知识的了解也会

影响到其账户开立的积极性。资产账户类的政策干预需要一方面需要考虑到农村家庭对政策的认知

基础，另一方面强化家长以及儿童理财金融能力的建设应是资产发展账户项目的基本构成部分。
资产积累是消除长期贫困的重要途径，儿童发展是反贫困的关键，从人生早期阶段的资产建设干

预有利于儿童的长期发展、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并进而带动整个贫困家庭的发展。通过实证调查所

发现的这些研究证据对于进一步的儿童发展账户干预具有积极的启示。
首先，金融能力建设与儿童发展账户政策干预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较好的金融可及性以及金

融知识掌握可以成为开展相关项目的有利条件，面向贫困儿童的资产政策应当以家长和儿童的金融

能力建设为重要构成，它是充分发挥资产政策效果的基础。儿童自身的金融能力包括了参与资产账户

的机会、资产积累的习惯以及对基础理财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另一方面，推动儿童发展账户在贫困

地区的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农村金融排斥，特别是建立贫困家庭与正式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促

进经济参与和赋权。从这个意义上，儿童发展账户是一个重要的反贫困社会政策，它特别关注对于贫

困家庭的政策干预，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政策形式。
其次，发展性的家庭与儿童服务也是儿童发展账户政策干预的重要构成，其中应当着重于激励父

母和子女的共同参与，尤其是通过政策干预强化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使父母参与到孩子的情感、行为

习惯以及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亲子互动，这是提升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重要因素，以儿童

发展账户为纽带可以吸引以及强化父母在儿童发展中的角色。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资产政策干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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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升贫困儿童及其家庭面向资产发展社会服务的可及性，并通过参与获得知识、能力等的提升。传
统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较少涉及金融和理财等领域，然而近年来，在反贫困和资产社会政策的影响

下，社会工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与家庭生计相关的经济领域，协助贫困家庭和子女摆脱经济排斥、发
展金融能力。“金融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新的社会工作取向受到欢迎，它体现了一种发展性的社会工作

视角。
最后，儿童发展账户干预应当得到更加整合性的社会政策支持。从发展性的社会政策视角看，一

项成功的社会政策也同时是成功的经济政策，资产社会政策致力于促进贫困儿童与家庭的经济赋权，

通过儿童发展账户的参与使家庭与儿童自身获得资产积累的制度机会，促进金融能力的提升，也有利

于实现反贫困的经济目标。儿童发展账户项目的成功开展应当得到多元的政府部门包括社会力量的

支持，除了专门负责儿童、社会救助、扶贫等的政府部门外，金融机构、学校、社会组织都应有机会参与

进来。面向资产发展的政策实施也迫切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拓展传统狭义的社会救助概念，将社

会救助与促进家庭和儿童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儿童和家庭的脱贫自立，朝

向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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